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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语片” 的文化符号与在地认同
黄钟军

摘　 要： “台语片” 是指从 １９５５ 年开始到 １９８１ 年止， 以 “台语” 配音， 使用台湾本土资源拍摄的，
反映台湾本土文化的影片。 作为一种 “类型” 电影， 台语片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制作条件、
作品风格、 内容到制作者、 参与者、 受众都自成体系， 成为电影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文章通过台

语电影的具体文本来研究台语片中包括歌仔戏、 台语流行歌曲、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等文化符号是如何被

纳入到电影创作实践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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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萧力修、 北村丰晴导演的 《阿嬷的梦中情人》 上映， 成为 ２０１２ 年底 《关于加强海峡

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法》 颁布后第一部在两岸同期上映的台湾电影。 影片又名 《台湾有个好莱

坞》， 以一种文化怀旧的姿态诉说台湾上世纪 “台语片” 无限风光的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并且在影片

最后用字幕向 “台语片” 致敬， 唤起台湾观众尤其是中老年观众的集体记忆。
正宗台语片始于台湾歌仔戏电影。 １９５５ 年， 台湾的都马歌剧团与留日的导演邵罗辉合作， 拍摄了

以歌仔戏为主要表演形式的台语电影 《六才人西厢记》， 成为战后第一部由台湾人自制的台语片， 从此

主要以民间投资的台语片开始兴起。 直到 １９７０ 年代末、 １９８０ 年代初， 在台湾新电影崛起前， 台语片才

逐渐步入末日黄昏， 与以国语发音的琼瑶爱情片、 政宣片以及武侠片等类型的商业片集体完成历史使

命。 尽管台语片在台湾官方被登记为闽南语片， 但在台湾电影圈， 或按照一般民众数十年来的约定俗

成， 它仍被称为 “台语片”。 因此， 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仍以此命名， 在台湾电影史中特指从 １９５５ 年

到 １９８１ 年间， 以 “台语” 配音并使用台湾本土资源拍摄的反映台湾本土文化的影片。 作为一种 “类

型” 电影， 台语片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制作条件、 作品风格、 内容到制作者、 参与者、
受众等方面来看都自成体系。 其存在的时间前后达二十多年之久， 总产量有一千多部， 目前经台湾电

影资料馆修复的约有二百多部。
简单来说， 台语电影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 经济的富裕是电影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台语

片蓬勃兴盛的二十多年正是台湾社会经济快速腾飞的时期， 台湾社会经济条件的提升使得电影开始成

为庶民有能力负担的一种大众娱乐形式， 且本省民众渴望母语电影的出现； （２） 过度蓬勃发展的歌仔

戏需要新的表现方式来完成转型， 而这种具有浓厚本土文化意味的戏曲形式也正好符合台语片克难速

成的需要， 于是歌仔戏成为台语片的第一个灵感来源及拍摄内容； （３） 台湾本土影视人才受到厦语片①

的刺激， 渴望得到自制电影的机会， 企图以 “正宗台语片” 抢回自己的市场， 发展本省的电影事业；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 “台语片的类型生产与文化再现研究” （１６ＢＣ０４３） 的研究成果之一。
厦语片指的是 １９４９ 年从厦门、 泉州移居到香港的戏曲人员， 利用粤语片的设备拍摄的以古装戏为主、 以厦门语发音的电

影， 由于语言接近， 在台湾极为卖座， 刺激了台湾的戏剧、 电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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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台湾当局为了鼓励港人来台拍摄而实行底片押税办法， 这使得台语片界有了拍摄电影的物质基

础。［１］正是基于这些条件， 台语片得以在台湾兴盛， 直至 １９８１ 年以纯闽南语配音的 《陈三五娘》 上映

后才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相较于同时期的国语电影， 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 曾在台湾电影史上风华一时的台语片

都不逊色。 然而在台湾， 对于与台语片相关的文史资料， 一直迟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期才逐渐开始进行系统

的记录与保存， 而后才促成台语片历史的编纂与整理。 可以说， 台语片在台湾电影史里暂时性缺席的

现象， 深刻地反映出台湾本土文化在 １９９０ 年代之前普遍遭到漠视。 由于文化差异、 两岸政治关系等问

题， 中国大陆观众更是无缘一睹台语片的风采。 近些年来， 经过台湾电影资料馆积极努力地修复和整

理， 目前已有超过两百部台语片开始与公众见面。 后人也因此得以了解台语片的风貌， 从而开始修正

历史书写中对台语片的集体失忆， 并建构起台湾电影史的遗缺页面， 广泛深入地认识台湾在地文化的

发展。
作为一个对应着特定电影群体的概念， 台语片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够得到台湾观众的认同，

其背后原因较为复杂。 一方面台语片使用闽南方言， 另一方面其内容题材十分亲近庶民社会， 在很大

程度上呈现了 １９４９ 年后台湾社会的样貌。 而作为台湾庶民文化的代表， 歌仔戏、 台语流行歌曲、 民间

故事等台语片中无处不在的文化符号也是召唤民众本土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 因此， 本文拟从电影符

号学的角度切入， 探讨这些文化符号是如何在台语片中产生作用， 从而使得台湾民众在多元文化 （日

本殖民文化、 国语文化、 本土文化等） 混杂的后殖民时代完成其文化认同的。
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学科，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兴盛于欧洲， 而 “电影符号学” 作为现

代符号学的其中之一， 体现了现代符号学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特质。 索绪尔的研究方法直接促成了后

来的结构主义学派的诞生， 同时也深切地影响了电影研究， 欧美许多电影学者如法国的克里斯汀·麦

茨、 英国的彼得·伍伦、 意大利的艾柯等都致力于将符号学方法纳入电影研究领域。 纵观他们的理论，
“电影的符号作用至少牵涉到从感官知觉、 物理现象、 心理联想、 风俗习惯、 形式风格到文化生活等层

面。” ［２］在这些学者当中， 麦茨的理论最有影响力。 麦茨在谈论电影显意的可能时， 把电影视为一个非

语言符号体系， 并将其分为 “特殊符码” 和 “文化符码” 两个显意体系， 前者指的是应用与电影动态

影像相关的媒介再现， 而后者则是指特定社会的一般文化生产活动。
当把麦茨的符号学理论运用到台语片时， 我们会发现经过几十年的电影发展， 台语片在 ２０ 世纪五

六十年代相当程度上熟悉电影语言 ／ 动态影像媒介的特殊符号。 而对于 “文化符号”， 这就牵涉到台湾

当下特殊历史情境和一般社会生活， 并且也影响着与电影媒介息息相关的戏剧、 文学、 音乐、 广播等

台湾既有的文化实践。 本文正是通过台语电影的具体文本， 来研究台语片中包括歌仔戏、 台语流行歌

曲、 民间故事 ／ 神话传说等文化符号是如何被纳入到电影实践中去的。

二、 歌仔戏

歌仔戏是由流行于闽南一带的 “锦歌”、 “采茶歌” 和 “车鼓弄” 等各种民间歌谣、 戏曲流传到台

湾后， 糅合而成的一种新戏曲。 它集说唱、 表演为一体， 吸收了多种剧种的表演形式， 盛行于台湾各

地， 深受广大民众喜爱， 后又走出台湾而向闽南地区、 新加坡等地发展。 正如中国电影是从戏曲 （中

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 实为京剧折子戏拍摄而成） 发端一样， 台语片也与歌仔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 它以 １９５５ 年的 《六才子西厢记》 为发轫， 最终又以 １９８１ 年的 《陈三五娘》 结束， 可以说歌仔戏

见证了台语片作为片种的整个兴衰历程。 据资料显示， 台语片最初的剧本故事全部来自歌仔戏。 在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６３ 年间， 取材自歌仔戏题材的台语片就有百部之多， “且每当台语片没落， 歌仔戏电影就

再度兴起， 像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 年间， 歌仔戏电影就又再流行， 到 １９６９ 年台语片圈整个陷入夕阳工业时， 歌

仔戏电影又再出现”。［３］作为一个既有的叙事形式媒介， 歌仔戏在台语片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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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为后来出现的电影提供了一种叙事基础以及迅速聚拢台湾本土民众的文化心理铺垫。
事实上， 在日据殖民时期， 台湾民间的传统戏剧包括梨园戏、 九甲戏、 布袋戏、 皮影戏、 京剧等，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 而只有歌仔戏称得上与台湾本土文化关系密切： 其语言与台湾

本土民众语言一致， 另还为一般民众提供社交聚会的场所。 于是， 这种源自闽南地区的戏曲也就表现

出台湾本土文化的强烈生命力，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了本土民众的文化认同。 １９４５ 年台湾光复后，
歌仔戏班如雨后春笋般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而后当其过度蓬勃发展而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时， 由于初期

台语电影相关从业人员大多具有地方戏曲和新剧界的背景， 歌仔戏电影也就成为台语片最初的灵感来

源及拍摄内容。
作为地域色彩、 文化表征十分明显的艺术样式， 戏曲一般与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文化及民众的情

感认同非常紧密。 而当电影这种更为大众化的媒介将戏曲故事的内容与形式等搬上银幕后， 它对民众

文化认同和情感的召唤则更为显著。 在台语片兴盛的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梁祝》 《天之骄女》 等经由

香港邵氏公司传自台湾的黄梅调电影也风行一时， 其主要原因即黄梅调这种具有典型中国大陆文化符

码特征的戏曲艺术引发了台湾大量外省人的集体乡愁， 唤起了他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相对应地， 歌

仔戏电影则把电影的受众定位成台湾本省人。 自国民政府入台后， 对台湾本土文化的打压导致国语影

片在电影创作中占据多数， 琼瑶爱情片、 武侠片以及政宣片等不同类型的电影成为当时的主流。 因此，
当具有强烈本土感、 在地性的歌仔戏电影出现时， 台湾本土民众对其的追捧也就不难理解。

在歌仔戏台语片里， 比较有名的有 《六才子西厢记》 《薛平贵与王宝钏》 《英台拜墓》 《陈三五娘》
《甘国宝过台湾》 《陈世美》 《陈靖姑》 《罗通扫北》 等。 它们在故事上取材于歌仔戏， 在表现方式上也

普遍具有类似戏剧舞台的特质， 强调的都是民族大义和忠孝节义的社会价值取向， “展现出中原 ／ 番邦、
忠臣 ／ 奸逆、 皇帝 ／ 臣子、 官家 ／ 百姓、 老爷 ／ 奴才、 夫人 ／ 婢女的社会秩序”。［２］ 因此， 受传统歌仔戏影响

的本土观众特别顺利地接受了台语片从歌仔戏到电影文化的意涵演变和扩展。 以洪信德的 《罗通扫北》
为例， 这部拍摄于 １９６３ 年的电影取材于历史传说故事， 除歌仔戏电影外， 还以评书、 评剧等其他曲艺

形式被不同地改编过， 在台湾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影片讲述的是唐朝皇帝被困木杨城， 罗通挂

帅扫北救驾的故事。 但与之前歌仔戏等戏曲不同的是， 原本罗通战胜突厥后违背誓言休弃屠炉公主的

结局被更改。 电影中， 死于罗通剑下的屠炉公主借尸还魂， 成功说服罗通与她重修旧好， 完成其女性

回归从属的地位， 并呼应了为家为国忍辱负重等忠孝节义的主题。 可见， 这部电影无论是故事内容还

是题旨思想都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百姓心理相契合， 而歌仔戏的表现方式又让传统的台湾本土

观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类作品。

三、 台语歌曲

台语歌曲是指以闽南语发音的歌曲， 它与国语歌、 粤语歌等共同构建了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多元的

格局， 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各地众多方言中， 唯有粤语以及闽南语形成系统流

行音乐并产生较大影响力。 不过在 “国语” （普通话） 的强势同化下， 闽南语歌曲在中国的闽南地区并

未流行， 反而在台湾地区自成一体， 然后才影响至中国大陆。 因此， 本应被称为闽南语歌曲的音乐，
在台湾则被约定俗成命名为台语歌， 如 《望春风》 《港都夜雨》 《烧肉粽》 《旧情绵绵》 《酒后的心声》
《车站》 等皆为脍炙人口、 影响力大的作品。 洪一峰、 文夏、 江蕙、 黄乙玲、 张秀卿等一批成名的台语

歌手涌现出来， 在他们中间， 无论男女歌者皆如泣如诉， 强调庶民社会悲苦命运的故事， 使 “悲情”
成为台语歌给人最普遍的印象。 “流浪”、 “离乡” 等是台语歌中的关键词， 它们都带有强烈的后殖民主

义色彩， 并与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探讨相关。 在大量歌曲中出现的酒家文化正是日本殖民文化的产物，
而在部分台语歌中命运乖舛的女性形象更是台湾保守封建的父权制度的反映。 可以这么说， 以台语发

音的歌曲在台湾本土流行， 正是源于其歌曲的风格以及文本 （歌词） 的书写恰当地召唤了台湾本土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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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在地精神体认， 并满足了性别主体的想象。 而作为其发声的工具， 台语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民

众的文化、 情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这正是其能够成为台语片中重要的文化符码的原因。
如果说歌仔戏为台语片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台湾的唱片业则在台语片的后期发展中为

其注入了一股动力。 一方面， 一些台语歌手开始进入台语电影创作领域， 如洪一峰、 文夏、 黄三元以

及黄秋田等一批名噪一时的明星就从广播业、 录音室跨入大银幕。 文夏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早年侨

居日本的他回到台湾组建 “夏威夷音乐队”， 在 １９６２ 年主演第一部歌唱台语片 《台北之夜》。 在随片登

台的效应下， 其电影与歌曲都大受欢迎， 成为当时著名的台语影歌双栖明星， 也直接带动了台语歌唱

片的潮流。 之后他还主演过 《绿岛之夜》 （１９６４）、 《阿文哥》 （１９６４）、 《文夏风云儿》 （１９６５）、 《再见

台北》 （１９６９） 等影片， 成就了著名的 “文夏流浪记” 系列。 另一方面， 台语片甚至会采纳来自台湾民

俗歌谣、 台语歌的启示， 进而发展成电影叙事模式。 如辛奇导演的名片 《烧肉粽》 即是一部混合了台

湾著名歌谣 （ 《烧肉粽》 ） 与新闻事件的电影。 由于这些台语歌谣多数孕育于台湾日据时期或创作于台

湾光复时期的艰困生活， “以通常充满感叹命运、 怀念家乡、 思念情人和抒发痛楚， 并且带有浓厚劝戒

人生、 教化世人的意味”，［２］因此， 这些借助台语歌谣来衬托情感的影片迅速拉近了与台湾民众的距离，
毕竟他们都刚刚经历过这些艰困的生活。 这些影片还包括 《雨夜花》 （１９５６ 年， 邵罗辉）、 《捕破网》
（１９５６ 年， 李嘉）、 《何日花再开》 （１９５７ 年， 申江） 等。 而当台语片进入到 １９６０ 年代之后， 台语流行

歌曲的注入则更加让台语片的电影实践继续向外延展， 以致于出现了一大批跟台语流行歌曲紧密相关

的作品， 包括 《悲情城市》 （１９６４ 年， 林福地）、 《离别月台票》 （１９６４ 年， 吴飞剑） 等。 它们深切地

体现出台语流行音乐与台语片之间的亲密关系， 承袭了歌仔戏对台语电影影响的传统， 形成了台语电

影典型的本土风格之一。
在此， 我们以影片 《旧情绵绵》 为例详加阐述。 １９６２ 年， 台语歌手洪一峰的 《旧情绵绵》 一曲在

台湾全岛大受欢迎， 于是永新公司决定依照歌词内容编写 《旧情绵绵》 电影版的剧本， 并且邀请洪一

峰担任男主角。 为说服洪一峰亲自参与演出， 男主角角色形象特意为他量身定做， 甚至连名字也叫作

洪一峰， 并尽可能地让现实中明星洪一峰的身份与角色融为一体。 这部源自流行歌曲而专为洪一峰打

造的电影， 其叙事铺陈仍旧来自歌曲的制作脉络。 电影中的洪一峰作为音乐教师来到乡下任教， 得到

乡村女孩月霞的爱慕， 然后两人产生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影片在前半部分选择了两首台湾著名

民谣 《采槟榔》 《阿里山的姑娘》 来歌颂南部乡村的淳朴与美好， 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来召唤台湾本土

民众的情感认同； 之后当月霞与其一起散步的女性友人被歌声吸引， 前去洪一峰住处时， 他正在演奏

其名作 《旧情绵绵》， 接着月霞与友人从右方进入画面镜框之中， 分别站在房间的窗框两侧， 成为窥视

的代理者， 而此时洪一峰在深情表演， 成为被窥探的对象。 这个构图意图昭然若揭， 意即邀请观众与

月霞她们二人一同欣赏洪一峰的表演， 并且把欣赏他的最佳位置留给了观众。 此时， 月霞二人窥视 ／ 欣
赏的是剧中乡村音乐教师洪一峰， 而观众欣赏的则是乡村音乐教师与大明星洪一峰的重叠形象。 在此，
我们会发现， 台语明星洪一峰以及台语流行歌曲两者所象征的本土文化符码共同建构起台湾本土观众

与台语电影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同时也让影片拓展出更多元的意义。

四、 民间故事 ／ 神话传说

长久以来，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都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凝聚的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和历

史， 也是人类情感和心理的表达。 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 遴选以及再创作， 具有

了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当电影出现后， 改编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就成为了影视创作内容来源的重要

途径， 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社会心理的立场看， 作为台湾庶民文化的代表， 台语片可谓台湾本省

人期待已久的大众文化产物。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台湾本土民众将对传统歌仔戏的迷恋转向台语

片时， 观看台语片成为彼时最重要的娱乐行为， 也可以说是台湾农业社会里最后一次的家族式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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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黄钟军： “台语片” 的文化符号与在地认同

除了使用方言以外， 歌仔戏、 台语歌曲等文化符号与电影符号两个层面的融合、 交涉与对话， 是台语

片在构建视觉想像的文化场域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当然， 台语片在题材上亲近台湾庶民社会， 也是其获得台湾本省观众追捧的重要原因。 除去歌仔戏

传统故事以及当代社会事件等叙事题材外， 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也成为台语片的重要取材来源， 并与

歌仔戏、 台语歌曲等本土文化符号共同介入了台语片的创作。 在这当中， 取自民间故事的就包括有

《运河殉情记》 （与厦语片 《运河奇缘》 闹出一出 “双胞” 事件）、 《周成过台湾》 《失妻保妻》 《痴凤

寻妻记》 《麻疯女》 《路遥知马力》 《邱罔舍》 《吕洞宾》 《梅亭恩仇记》 等； 取自神话、 传说的则包括

《台湾怪谈》 《唐三藏救母》 《王哥柳哥游地府》 《林投姐》 《玉面狐狸》 《飞天怪谈》 等。 无论民间故

事， 还是神话传说， 其故事的时空都指向中国大陆及台湾本土的历史。 这些故事之于台湾本土民众来

说， 接受起来不存在较大的文化隔阂， 而故事所传达出来的 “戒之在酒、 戒之在色、 戒之在财” 的强

烈道德观正是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所认可的， 而 “好人终有好报、 作奸犯科必将受到惩罚” 的大团圆结

局也是庶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我们以 《林投姐》 为例详加阐述。 林投姐的故事是台湾 （包括汕头地区） 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

与 “周成过台湾”、 “吕祖庙烧金”、 “疯女十八年” 并列清代台湾四大奇案。 它讲述了台湾拓垦时在清

代道光、 咸丰年间台湾台北到嘉义一带的一个民间故事。 故事中的女主角李昭娘被骗财骗色后上吊于

林投树林， 死后冤魂不散。 乡人为了地方上的安宁， 募钱盖庙、 供奉香火， 尊称其为 “林投姐”， 但这

并不能消除李昭娘心中的怨恨。 一日在来自汕头的算命先生的帮助下， 李昭娘的冤魂渡过黑水沟， 到

汕头寻找仇人周亚思， 致使周亚思精神失常最后自杀。 林投姐的故事在台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１９５６ 年台湾导演唐绍华就将其搬上银幕， 深受欢迎。 １９７９ 年， 《林投姐》 再度被改编成国台语双声电

影， 由柯俊雄以及歌仔戏名角杨丽花主演。 正因为该故事在台湾流传甚广， 其故事内涵又是典型的苦

情戏， 结局又贴近百姓最愿意看到的 “坏人终于遭到惩戒” 的圆满叙事， 并使之产生道德认同； 创作

上非常符合古典电影的典范规则， 也因此受到台湾本土民众的深度认可， 完成了台湾本土文化符号与

电影符号的交融。

五、 结 　 　 语

长久以来， 当我们在研究台湾的电影史时， 因为文化差异以及影片资源的问题， 一直是以国语片的

发展史来建构整个台湾电影史的脉络； 今日， 因两岸日益频繁地交流以及台湾电影人对台湾电影史的

修正， 我们才得以重新深入地了解上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台湾的政治、 历史、 社会、 文化、 风土人情等。
恰在这个阶段， 台语片作为台湾庶民文化的代表， 历经了千余部的风华， 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了战后台

湾社会的样貌。 作为以民间投资为主的 “商业电影”， 其创作以商业诉求为主， 直接面向台湾本土观

众， 在台湾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之前成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一。
台语片的繁荣与消亡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涉及到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面向。 本文正是从电影

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 ／ 论证包括歌仔戏、 台语歌曲以及台湾民间故事 ／ 神话传说等在内的台湾本土文化

符码与电影符码之间的交融、 对话， 从而得出结论： 台语片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得到台湾本省

人的追捧， 是与其无处不在的本土文化符码以及显现出来的本土文化显意体系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１］ 王君琦． 悲情以外： １９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台语电影的女性主义阅读 ［ Ｊ］ ． 电影欣赏学刊， ２０１０ （２）： ７．
［２］ 廖金凤． 消逝的影像： 台语片的电影再现与文化认同 ［Ｍ］ ． 台北： 远流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３７－３８．
［３］ 叶龙彦． 春花梦露： 正宗台语电影兴衰录 ［Ｍ］ ． 台北：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２００．

［责任编辑： 华晓红］

１９



第 ２ 期 英文目录与重点文章英文摘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ｉｌｍｓ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ｊｕ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ｌｌ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ｉｌｍｓ ｔｈｏｓ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５ ｔｏ １９８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
ｗ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ｄｕｂｂ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ｔｈ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ａｎ ｅｖｅｒ ｓｏ ｔｅｎｓｅ ｔｏｎ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ｂｉａｓ， ｄｉｅ⁃
ｇｅ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ｉｌｍｓ ａ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ｅｎ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ｕｐ ｌｏｏｋ ａ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ｉｌｍ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ｄ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ｕｐｐｅｔ ｏｐｅｒａ （ ｇｅｚａｉｘｉ） ，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ｓ，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ｙｔｈｓ， ａｒｅ ｗｅａ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ｉａ ａｌ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ｏｎ’ ｔ Ｆｏｒｇｉｖｅ Ｍｅ 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ｓｏ Ｇｉｆｔｅｄ”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ｐｉｃｓ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Ｃｌａｕｄｅｌ ａｎｄ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Ｃｌａｕｄｅｌ １９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ｎｉｎｇ

Ｂｉ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ａ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ｈｏ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ａ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ｔｒｅａ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ｗｏ ｂｉ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Ｃｌａｕｄｅｌ．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ｙｉ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ｇｌｅａｎ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ａｔａ ｕｓａｇｅ ｖ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 ｄａｔ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Ｘｕ Ｗｅｉｈ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ｕｓ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３５１


